
过去十多年来，关注中国崛起及其在国际新秩序中的地位的著作越来越多，同时，鉴

于中国问题专家和国际关系理论家之间建设性对话的缺乏，许多学者主张，中国外交研

究应成为更广泛的国际关系领域的讨论话题，并建立国际关系研究的“中国学派”。①笔者

认为，中国学派的产生和发展需要对中国独特的政治、社会文化以及人口环境等因素进

海外华人与崛起的中国：

历史性、国家与国际关系

■刘 宏

［内容提要］本文以海外华人与当代中国的对外关系为切入点，分析国际移民与国际关系

之间的理论与实证联系。作者指出，我们需要从历史性、结构性以及社会性等方面来解释

海外华人在中国的外交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的作用，除了注意到海外华人社会自身的

分散性和多元性之外，中国对国家利益界定的集中性，以及侨务政策和外交政策之间关

系的复杂性也是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本文认为，政治、族群和文化认同———它们是国际

移民理论和国际关系中的建构主义思潮共通的研究对象———可以成为联结海外华人与

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学派的纽带。

［关键词］海外华人 国际关系 认同 新移民 中国崛起

Abstract：Drawing upon theoretical insights from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iaspora studies

and focusing on the agency of identity-based interests，this essay examines the Chinese dias－

pora’s role （or the lack of it） in China’s diplomacy since 1949 and attempts to conceptualize

the Chinese experience in a global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 Employing a wide range of pri－

mary data including archives and personal interviews，this essay argues that historicity and the

state have played a significant part in shaping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diaspora and diploma－

cy. The Chinese state’s resilient capacity in domesticating（potential）diplomatic problems with

respect to diaspora and transforming them into a series of policy initiatives in facilitating dias－

poric participation in China’s socio -economic and political processes has opened up new

venues for the Chinese overseas to be involved in China’s diplomacy.

Keywords：Diasporic Chinese，international relations，identity，new migrants，rising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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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实证考察和理论建构。人数多达 4500 万海外华人②就是这样一个独特的因素，在过去

的数世纪里，他们同中国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在中国的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那么，

国际移民在当前有关中国的崛起以及中国学和国际关系对话过程中有何作用？海外华人

（Chinese Diaspora）是否像其他的国际移民群体（如犹太人、印度人和亚美尼亚人）那样，

在居住国和祖籍国的外交政策中发挥重要影响力？如果不是，原因何在？

本文以海外华人在冷战时期中国对外关系中地位的变化及其在近二十年来中国崛

起过程中的作用为个案，对以上问题进行梳理和分析。笔者认为，国际移民领域的“散居

者选择”（Diaspora Option）———居住在海外的侨民可以为祖籍国带来知识上和技术上的

贡献，进而参与祖籍国的社会和政治过程，从而促进这些国家的发展与进步———在中国

的政治和外交上所发挥的作用则有限。作为中国对外关系中的一个相对重要的但又是被

动的因素，海外华人在中国的外交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作用并不显著。我们需要从历

史性（historicity）、国家、机构性以及社会性等方面来解释这一现象以及同其他移民群体

的差异。

本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概述国际移民与国际关系两者之间在理论上的联结点并

重点阐述两者间的互动，尤其是以认同为基础的利益机制。第二部分考察 1950 ～ 1965 年

间中国对外交关系中华侨的角色以及国家利益在外交领域的制度化。第三部分分析近十

年来在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华人新移民群体的产生及其对国际关系和政府政策的影响。

一、国际移民和国际关系理论的关联与断裂

（一）国际移民与国际关系的理论联系

本文将国际移民定义为联系移出国和移入国之间的社会进程，它为双方带来社会、

经济等一系列改变，而散居者（Diaspora）是直接产生于国际移民的“国境外的民族群

体。”③现有对国际移民的研究主要关注点在于移民发生的原因（如出生地、经济、社会、

文化背景的不同等）、调适模式（如文化差异、移入国后续社会文化变化等）、移民内部构

成（如移民间的代沟、技术水平、合法性、性别以及移民持续性等）、对移出国和移入国社

会经济、文化方面的影响以及网络对海外散居者所起作用等。国际移民政策和相关国家

政府的政策管制被认为是影响移民的重要因素。然而，学术界对国际移民 / 海外侨民与国

际关系之间的关联则鲜有直接的关注。正如约瑟夫·拉皮德（Yosef Lapid）所称，“国际关

系热衷于对主权国家的研究，而忽略了对族群问题以及其他群体的关注”。④

也有少数学者注意到国际移民对理解国际关系的重要性。梅隆·维纳（Myron Wein－

er）指出，“国际移民正在日渐成为影响移入国以及移出国和移入国之间关系的重要政治

因素”。他提出了三点看法：第一，国家之间的关系受到政府就国际移民问题的作为和不

作为（actions and inactions）的影响；第二，通过制定移民出入境的法律法规，国家影响了

国际移民；第三，国际移民已成为其移入并定居国家的政治力量。⑤他主张有必要“将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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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移民政策的安全框架加入国际移民研究中，前者受到国家稳定和国际安全考量的影

响。”⑥还有学者强调，由于国家对侨民的有意识利用和后者的积极反响，散居者理论有

助于分析全球化时代的国家间关系和集体认同。⑦

尤西·沙恩（Yossi Shain）和阿哈隆·巴斯（Aharon Barth）的论文是迄今为止针对散居

者和国际关系之间的关联性所作的最重要的研究。⑧他们将散居者视为“影响移出国外交

政策的独立行为者”，进而分析散居者和国际关系之间互动的动机、机会以及方式。他们

认为，散居者有着众多的利益关注点，从而可能促使他们参与祖籍国的外交政策：第一，

散居者可能会认为祖籍国外交政策将对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的“人民”的利益产生影响；

第二，散居者利益可能与影响祖籍国未来的外交政策有紧密联系；第三，散居者可能认为

祖籍国外交政策会影响某一特定群体的利益；第四，散居者可能认为祖籍国外交政策将

“影响其机构中小部分人的官僚利益”。沙恩和巴斯认为，不管是通过游说等直接方式，还

是通过为机构管理者提供信息等间接方式，散居者都会寻求其以身份认同为基础的利

益。通过对海外犹太人同以色列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海外亚美尼亚人的研究，他们论证

了影响散居者在国际关系中作用的四种因素：祖籍国的可渗透性（permeability）、祖籍国

和散居者之间的相互看法、祖籍国与散居者两者之间力量的平衡、散居者在祖籍国外交

政策上意见的一致性。这四个因素反过来催生了在国际舞台上的三类散居者：一是被动

的散居者，他们是身不由己地被牵涉入国际关系之中；二是主动的散居者，他们影响着自

己移居国的外交政策（如在美国，众多不同族裔的游说团体导致了美国外交政策的碎片

化）；三是对祖籍国外交政策产生影响的主动型散居者。沙恩和巴斯总结，当祖籍国较式

微时，散居者竭力对其产生影响，这就是对前者（散居者）有益的“力量平衡”。如果祖籍国

式微，且接受散居者影响，散居者对其外交政策的影响就势必加强。祖籍国越式微，对散

居者资源以及社会压力可渗透性的需求越多，散居者组织起来发表的意见看法以及影响

政策的决定也越具有一致性，而散居者团体对祖籍国影响也就越大。

国际关系中对散居者日渐增加的关注与近年来对国际关系理论和框架研究的变化

有关。通过强调身份认同的地位，克里斯·奥格登（Chris Ogden）将侨民与国际关系中的建

构主义（constructivism）理论相联系。建构主义认为身份认同是国家建构性运行的潜在组

成部分，因此也是其行为产生的结果。所以，身份认同成为连接国际关系与国际移民和散

居者的天然纽带。“不同模式的长距离的民族主义为散居者提供了联系移出国和移入国

的桥梁，并传输着价值观以及基本观点。”⑨

以上的理论模式与研究个案主要基于对犹太、亚美尼亚以及印度侨民研究经验产

生。那么，这些研究与发现对于我们理解中国与海外华人———无论是历史、规模、与祖籍

国联系的本质而言，他们都有自身的特征———是否适用？华侨华人的经验是否能够修正

这些理论？历史性、国际移民和国际关系在中国语境下的关联性何在？这些是本文尝试分

析的问题。

（二）中国国际移民与国际关系的脱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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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中国国际关系的现有研究并未将华侨华人和中国外交关系有机地联系起来。托

马斯·克里斯特森（Thomas Christensen）、江忆恩（Alastair Johnston）和 罗伯特·罗斯（Robert

Ross）在最近一项对中国外交政策总结性的研究中发问：“海外华人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影

响是什么？”他们认为：

（中国）海外华人研究和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尚未成为一个领域，现有是否会对外交

政策制定过程带来政治和经济影响尚不清楚，我们不能作出理论的界定，因而无法衡量

中国政府在相关决策上是否具有可渗透性（permeability）。这部分地归结于中国对海外华

人看法的复杂性和矛盾性。⑩

不少中国学者认为建立国际关系的中国学派需要关注在中国语境下的根源性问题，

以及中国在世界新秩序中的地位，中华文化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王缉思指出，中国对世

界政治的看法和处理方式具有独特性，它是以“行为者为中心（大多数情况下以国家为中

心）并由关系为主导”，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不仅是解释性工具，更是对国际行为和外交

政策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輥輯訛尽管国际移民在中国历史发展中源远流长，海外也存在大规

模的华人移民群体，建构中的国际关系中国学派仍然倾向于在民族国家范围内以及国家

的框架下展开研究，对国际移民和海外华人在理论构建中的影响缺乏关注。另一方面，法

国学者史蒂芬·迪富瓦（Stephane Dufoix）指出，大部分有关海外华人的研究只关注于“地

理分布、经济结构、从移民的推力角度的个人或集体与祖籍国的关系，而并不注重他们的

行为、组织和出版物的政治层面。”輥輰訛对海外华人研究的最新综述性分析也表明现有的论

著对华人和国际关系的联系缺乏理论和实证上的关注。輥輱訛

当然，少部分的研究超越了以上的局限性。王赓武在对中国国际移民历史和现状深

入研究后发现移民模式的多样性及其同中国的复杂关系。在对不同类型的海外华人对中

国政治态度变化的研究中，他总结出，尽管其中有部分人仅仅关注中国的复兴，而有一些

人只关注海外华人社团的生存问题，中国的政治变迁对海外华人的生活及其居住环境产

生了深远影响。王赓武对民族主义的深入分析进一步说明了华裔的自我认同及其与中国

变化的关系。冷战期间中国与东南亚诸国关系紧张，而中国的崛起可能将导致这种反华

情绪再次出现，因此，他建议慎用“大中华”和“散居者”等词汇和概念。輥輲訛史蒂芬·菲茨杰拉

德（Stephen Fitzgerald）对 1949 ～ 1970 年间中国对海外华人政策变迁做出了全面分析，并

关注了其与中国外交政策的相互关系。輥輳訛最近，皮特·科恩（Peter Koehn）和尹晓煌等学者

研究了美国华裔和中国之间的社会、经济联系，并特别关注他们对美中关系（广义上包括

社会、文化、教育关系）的影响，其中涉及美籍华人政治上的参与及其对美国对华政策的

影响。换言之，他们更加注重华人对移入国而非祖籍国的外交关系的影响。成露茜分析了

美国华裔在美国与亚太地区关系形成中所起的作用，以及他们本身如何影响这些关系。輥輴訛

众所周知，海外华人在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对改革开放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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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腾飞起了很大作用。1979 ～ 1997 年，流入中国的外资超过三分之二来自于华

裔。过去十多年来，60%的外国直接投资由华裔引进，他们在华公司占在华外国企业的

70%，而包括劳务移民和技术移民在内的新移民也已为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做出贡献。輥輵訛

海外华人在中国社会和经济进程中的参与或可归结为“散居者选择”（Diaspora Option）的

一种模式。这个概念产生于“人才流失”和“人才获得”的争论中，它认为人才的流失相对

于移出国来说更像是“人才环流”而非损失。在这一过程中，人才流出本国，而信息、技术、

知识和资本则回流入人才的祖籍国。散居者选择也被更广泛地应用于分析侨民在居住于

海外的情况下参与帮助祖籍国（通常是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过程。輥輶訛研究

表明，其他族裔侨民如犹太裔、印度裔和亚美尼亚裔不仅在社会、经济领域发挥作用，也

在祖籍国的对外政策的决策和实施过程中扮演积极主动的角色。輥輷訛

综上所述，尽管学术界对国际移民和国际关系之间联系的理论研究逐渐增多，有关

海外华人和中国国际关系的联系的研究仍然阙如。为什么海外华人在社会和经济领域的

作用没有推展到政治和政策领域？这种现象能为我们研究中国外交和国际移民的性质和

特征带来何种启示？国际关系中国学派应如何将国际移民融入其理论意义和方法论的构

建中？下文将试图对以上问题做出初步回答。

二、历史视野下的海外华人与中国外交

本文并不认为以犹太人和印度人为代表的境外移民群体参与祖籍国社会和政治的

模式具有普世性，但是，这并不排除比较研究的可能性。笔者认为，将结构性、历史性和

政治性因素综合考虑有助于理解海外华人在中国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本部分将考察中国崛起的前奏———1949 ～ 1965 年期间，海外华人在国际关系中地位的

演变以及国家利益的绝对主导性的建立。

（一）作为外交关系中不利因素的海外华人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正值全球冷战的高潮，而中国作为亚洲的区域性力量开始崛起。

如笔者的研究显示，輦輮訛文革前的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模式成为印尼等新兴亚非国

家的仿效榜样———这可视为中国软实力的早期表征。外交上，中国主张“和平共处五项原

则”，旨在同亚非国家为友。而该主张的成功实施需要解决影响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关

系的华侨问题。

作为东南亚华裔人口最多的国家，印尼成为问题最集中的地区。19 世纪中期后，大

规模的中国移民进入印尼群岛，并形成两大群体：“新客”（totoks），多为新移民组成，他们

说华文，在政治和文化认同上倾向于中国；“土生华人”（peranakan），指当地出生的华裔，

以当地方言或马来语为日常用语，文化上具有不同于中国或印尼文化的独特特征。輦輯訛据估

计，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印尼华裔人口数为 250 万左右（不到该国总人口的3%），其中140

万人为“新客”，輦輰訛根据施坚雅（William Skinner）50 年代后期对爪哇华裔青年的调查，80%

法 学 与 政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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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客具有较强或中等的中国倾向性。与此相反，超过 80%的土生华人具有较弱甚至没

有中国倾向性。輦輱訛

印尼独立后，许多原住民对华裔具有不信任和敌意的态度。印尼副总统哈达（任期

1950 ～ 1956 年）称华裔代表了“外国资本主义在印尼社会的延续……他们永远高高在上，

并拥有经济特权。”印尼国民党一名成员在 1956 年议会中指责华裔操纵当地经济：“我党

不希望本国经济受到外来族裔控制，后者自私且功利地只顾及其自身利益。”政治上，当

地华裔被认为是不够忠诚的机会主义者，一些外交政策精英声称华裔在他们墙上挂有可

两面使用的画像，一面是毛泽东，另一面是蒋介石。部分军方领导人认为，华裔将成为中

国和印尼共产党之间的中介，中国借此将影响印尼内政。一名军界高官 1957 年对外国记

者说：“如果我们要和谁作战，不是美国人，而是华人。”輦輲訛尽管上述言论与事实出入甚大，

但它表明华裔可能成为中国与印尼关系的不利因素 （在东南亚其他国家排华情绪也类

似）。

（二）国家利益绝对高于侨民利益时期

在新中国成立最初几年间，政府仍继续清朝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血统主义”的国籍

原则，所有具有华人血统者皆被视为中国公民，不管其居所何处。1950 年的一份外交部

文件称，中央人民政府将以抗议或声明的方式在政治上反击迫害华侨的政府。然而，当时

的政府并无外交和军事能力来实施对海外侨民的保护。到了 1953 年，中侨委明确向海外

侨胞声明，“国外华侨要保护自己的正当权益，主要必须依靠华侨自身的团结”。輦輳訛与此同

时，新中国领袖意识到保证中国外交政策利益和保证海外华裔（包括中国公民）之间存在

矛盾。周恩来 1957 年人大常委会发言时表示：

现在中国不仅站起来了，而且逐渐强起来了，在亚洲是这样一个大国，人们对双重

国籍感到惧怕，这种情形，我们到印度访问、到缅甸访问逐步感觉到了。輦輴訛

要赢得印尼官方和民间的信任，淡化他们对华裔的怀疑情绪，中国政府需迅速且坚

定地界定国家利益，以国家为中心的侨民及外交政策亦随之产生，而后者又成为重中之

重，成为华务政策的指导原则。菲茨杰拉德指出，尽管如此，侨务政策并不一定要遵循外

交政策，在与外交政策目标不冲突的情况下，它可以有自身独立的发展目标。輦輵訛1955 年 4

月万隆会议期间，中国与印尼签署了《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表明了新中国在海外

华人问题上的根本性政策转变。该条约规定拥有双重国籍的国民有权在两国间自由选择

国籍，这标志着“血统主义”国籍原则的终结。50 年代后期，更多相关政策出台，进一步解

决了中国同东南亚国家关系中华侨华人问题，这些政策包括：鼓励海外华人选择当地国

籍，并不能干预当地内政。1978 年邓小平会见缅甸代表团时，仍强调鼓励华侨通过自由

意愿选择当地国籍的侨务政策，认为这有益于中国以及华人所居国。輦輶訛

然而，《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并不能解决所有中国同东南亚国家间摩擦。19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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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 年间中国与印尼关于华侨问题的冲突影响了两国已良好发展的双边关系。1959 年 5

月，印尼贸易部长朱安达发布总统十号法令，宣布自 1960 年 1 月起，外籍零售贸易商禁

止在印尼县级以下地区经商，至少 30 万华侨受到影响。輦輷訛中国政府对此强烈抗议，经过双

边交涉，约有 11.9 万华侨回国。在处理冲突的过程中，中国坚持强调两国间共同利益和目

标的重要性，淡化冲突本身。副总理陈毅 1960 年 8 月 4 日向印尼记者表示，中国愿意同

印尼保持友好关系，华侨问题是小问题，我们不希望该问题扩大化，反帝和反殖是中印两

国共同理想和关注的重点。輧輮訛1961 年 3 月陈毅对来访的苏加诺总统表示，华侨问题在中

印关系中是小问题，且已得到解决。苏加托对此表示同意。輧輯訛华侨问题在外交上的解决为

中印两国建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共识创造了条件。

综上所述，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印外交关系与华侨问题的联系印证了沙恩（Shain）

和巴斯（Barth）两位学者对国际政治中“被动的散居者”的定义，即华侨华人是被动地卷入

国际关系中，而非主动介入，主动行为者是移入国。50 年代中期后，国家高于侨民的绝对

原则被确立和发展，也反映了国家 / 政治身份认同高于民族 / 文化身份认同的状况。此种

模式对今后数十年间中国外交政策与侨民之间的关系造成深远影响。海外华人与中国国

内人民在政治身份认同上的差异（前者通常被国内界定为有别于工人阶级的资本家或企

业家輧輰訛）进一步加深了两者之间的隔阂与鸿沟，使散居者利益和国家利益无法完全协调

统一。

三、世纪之交的海外华人与中国外交

随着上世纪 70 年代末期以来改革开放的进行，海外华人同中国外交和内政的关系

逐渐变化。这种变化与海外华人群体自身的两大主要变化密切相关。第一，随着越来越多

的华人获得当地国籍，东南亚及世界其他国家海外华人对其居住国的政治效忠得到巩

固，拥有资金和管理技术的海外华人成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同其他国家尤其是东南亚

国家关系的有利因素；第二，中国新移民的产生，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以及中国全球化

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这也随之对现有的政策带来新的挑战。

（一）侨民成为重要资源

海外华人群体一个显著变化是新移民迅速增长，据估计其人数已超过 600 万。輧輱訛和

冷战时期海外华人与中国在政治和文化认同上的差异性不同，新移民生在中国，在国内

受过教育，并在国内保持家庭联系，他们和中国官方及民间双方都可以在政治上和文化

上互相寻求认同。与此同时，不少新移民中是在西方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士，并拥有在

发达国家工作经验，他们成为中国建立创新型国家巨大的人才库。中组部部长李源潮

2009 年表示，吸引这些生在中国的高级专业人才为国效力是中央政府的战略性决策。輧輲訛

过去的 20 多年，中国政府鼓励和吸引海外华侨华人人才以多种形式报国。1993 年“回国

服务”的口号正式更改为“为国服务”，从而使地理意义上的回国不再成为新移民参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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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社会、经济发展及全球化进程的先决条件。将国家认同感同固定的国界相分离，并将中

华文化视为联系中国大陆与新移民的纽带，这项新政策扩大了中国新移民群体并加强了

他们的爱国意识，他们对中国申办 2008 年奥运会的热情支持以及对“台独”、“藏独”的反

对都反映了这一点。輧輳訛

新的政策顺应了跨国移民发展的潮流和趋势，在鼓励回国人员报国的同时为他们提

供了全球范围内流动的弹性空间。传统意义上具有固定政治和地理界线的国家被更灵活

的跨国流动概念所取代。高层次移民因之受益，他们在移出国和移入国担任多项并行的

工作的可能性并不受国界限制，彰显了“散居者选择”及“人才环流”的模式。政府吸引高

技术移民回国并与海外华人团体和个人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然而国家和移民仍有不同

的模式和运作差异（跨国流动性和国家主权至上的矛盾），这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不同群

体的利益。围绕双重国籍的辩论成为国际移民和国际关系之间错综复杂的互动模式的一

个反映。

（二）修改双重国籍政策的努力与结果

与改革开放前主要来自东南亚的归侨有所不同，新移民具有很强的国际流动性。例

如，2007 年一项针对毕业后去向的调查显示，37%在英的留学生选择回国，29%不打算回

国，34%不确定。輧輴訛2006 年针对 3000 名在北京工作的回国人员调查显示，692 人（23.1%）

拥有外国国籍，445 人（14.8%）拥有外国永久居留权，该两项占到受调查人数的 37.9%。两

栖创业模式越来越受到高技术移民欢迎，这使得他们可以往返于中国和居留国之间，为

中国带来技术和管理知识，但又不必永久放弃海外的居留与事业。据欧美同学会副会长

王辉耀估计，这种介于海归与居留之间的“海鸥”人数超过 10 万，成为当代中国国际移民

的重要特征之一。輧輵訛

由于许多新移民已加入所在国国籍，不少“海鸥”也是拥有外国国籍者，使双重国籍

问题再次引起关注。1999 年中国全国政协会议期间，有代表提议修订国籍法，允许双重

国籍，此后，主张承认（或有条件地承认）双重国籍的观点通过两会和新闻媒体等渠道反

映出来。輧輶訛2003 年 10 月加拿大普通话华人联合会针对加拿大新移民开展网络调查，1888

名受调查人员中 92.6%支持在移入国允许双重国籍的情况下，中国应允许其双重国籍。輧輷訛

该联合会将此项报告提交当时国侨办主任陈玉杰。新西兰 4 团体 2004 年向全国政协副

主席罗豪才，建议修改双重国籍条例。在中国国内，一些政界和海归人士如韩方明和王辉

耀同样建议弹性处理双重国籍问题，以发挥高技术移民报国更大的能动性。輨輮訛

要求修改承认双重国籍的建议者主要观点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第一，历史背景发生

变化。有关双重国籍的规定和《1980 年国籍法》是时代的产物，有助于中国同东南亚关系

的改善，但是进入全球化时代，移民成为国际现象，而中国也需要将新移民融入自身的发

展建设中来。第二，文化和情感因素。新移民生在中国，对其有强烈的情感。新移民在情

感上与自己生长的国家有着紧密联系，他们经常会提及或想到“回家”，这种自然联系为

中国承认他们的国籍奠定了基础。第三，经济优势。双重国籍将帮助吸引和保持国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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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他们拥有技术知识、资本和成熟的经验，他们的自由流动将有利于商业和其他往来，

因此将有利于中国发展。第四，政治和法律意义。允许双重国籍将使新移民保持对中国的

拥护，同时参与中国政治进程，如不同级别的人民代表大会。修订双重国籍法将不仅有利

于“反独促统”事业，也利于管理拥有外国国籍的华人。第五，全球化趋势。大多数国家尤

其是西方发达国家都已直接或间接承认了双重国籍。接受双重国籍将会是顺应国际趋势

之举。因此，允许双重国籍将使国家 / 人民以及移民都受益。

21 世纪伊始，对以上修订国籍法的提议受到媒体广泛关注，甚至有媒体报道政府已

在考虑予以修订。但是来自官方和民间（包括学术界）的反对声也很大，冷战时期中国与

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因华侨问题而产生的困境是被经常引用的一个原因。公安部

在回应全国政协委员韩方明及其他提议者的议案时表示，现有国籍法适应中国核心国家

利益，且有利于华侨融入移入国家。同时，政府已经出台并实施多项新政策法规鼓励新移

民报效国家，允许他们自由流动。2004 年 12 月，国侨办官员表示修订国籍法时机尚未成

熟，标志以上关于双重国籍的争议和建议活动正式告一段落。

然而，共同的文化和民族认同以及新移民成为人才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现实使得政府

出台多项优惠政策，旨在同时满足国家的核心利益（外交政策的主导性）和新移民的利益

需求。2004 年 8 月，中国绿卡体系正式出台，该政策将关注重点从所有归国人员转移到对

拥有国际经验和全球视野的高级人才上来。2006 年 12 月人事部为高层次留学回国人才

开通“绿色通道”，这些人才包括三类：一是能够帮助中国技术进步，社会发展并与世界水

平同步的高层次人才；二是帮助中国同世界加强联系和交流的高层次人才；三是具有国

际经验和世界视野的高端人才。2009 年底，由中组部牵头，中央制定了“千人计划”，旨在

“分层次组织实施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围绕国家发展战略目标，重点引进一批能够

突破关键技术、发展高新产业、带动新兴学科的战略科学家和科技领军人才。”輨輯訛

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争论及其解决提出了三个值得关注的现象。第一，高层次人才

回国潮渐成趋势，事实上，大量移民认为有必要恢复或保留中国国籍反映出他们和移出

国之间联系的增加，这成为日渐增多的中国跨国际人才的重要背景之一。第二，为了缓解

国际化和国家利益之间结构性差异，高技术新移民认为二者之间共同利益可因解除国籍

法限制而达到，他们的观点受到部分官方和媒体的支持，昭显出国际思维和国家环境相

融合的有趣现象。最后，双重国籍提议的未通过是对 1950 年中期后建立起的国家核心利

益至上、高于侨民利益的验证，也反映了国家的强大（亦即沙恩和巴斯所指的“低可渗透

性”）。但是，这并不表示国家将移民的利益置之不理，而是将可能出现的潜在性外交问题

（双重国籍恢复所引起的外国政府的疑虑）转化为内政问题。政府正采取多种方式适应新

移民自由流动的趋势并鼓励他们为国效力。这一过程表明，国际化的海外侨民逐渐找到

了在参与政治过程中表达意见的有效合法途径。和上世纪 50 年代他们的先辈比起来，新

移民并不是中国内政外交的被动群体，而针对高层次新移民的各种鼓励政策也昭示出中

国处理潜在外交问题并将它们转化为内政的成熟度和宽容性。过去几年来，开始有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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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多的“海归”成为国家政府机关的部门负责人。据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李成的统

计，15%的第五代领导层具有在海外（尤其是美国和欧洲）留学的经历，这其中的 28%在

国外获得学位，64%在海外学习或工作一年以上。这进一步显示了海外留学和工作经验

在日益开放的中国的重要性。輨輰訛

四、结语：中国崛起时代的海外华人

王赓武教授表示，中国正准备在其两千年历史中第四次崛起，但是这次崛起将给中

国带来比以往更多的挑战。輨輱訛除了界定中国的普世价值，将现代化发展和历史遗产相结

合，中国领导人需要保证在一个不确定的环境下和潜在多变、各种利益交融且相互影响

的全球背景下，寻求国家统一和社会和谐与稳定。本文认为，如何妥善处理国际移民和外

交政策将成为中国将要面对的挑战之一。

如前所述，海外华人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随着中国逐渐

成为亚洲主要力量及其在国际舞台上的崛起，海外华人的作用将更为复杂而多元。伴随

这一趋势，一些东南亚国家中出现了“再华化”的趋势，即华裔公开推崇中华文化以及自

己的华人族群身份，并同中国建立各种类型的联系。这和他们的前辈在二三十年前隐藏

自己的华人身份或只能私下进行华人文化活动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2006 年泰国国会

中三分之二议员有中国血统，而近年来泰国数位总理和政客都公开承认自己的华人背景

和身份，以期藉此打开和中国交流之门并在国内增强受欢迎度。泰国国会议员克莱萨克·

春哈旺称，“在议会里，我所认识的每个人几乎都到中国访问过，每当和中国官员会谈时，

所有泰国官员将会追根溯源，表示自己和中国的缘分。”有评论指出，海外华人已成为中

国发挥国际魅力的方式之一，并成为“中国商业发展有力工具”。輨輲訛但是，值得指出的是，这

种情形可能会重新唤醒冷战记忆，反过来使东南亚华人和中国两方的利益都受到损害。

在西方国家，尽管华人所占比例较少，他们在经济和政治上地位也较弱，中国的崛起

也引发了当地公众对华人移民忠诚度的担忧。2009 年初美国百人会调查显示，美国公众

中 45%的人认为亚裔美国人对其祖籍国比对美国更为忠诚，这一调查在 2001 年的数据

为 37%。大约有 75%的美籍华裔称在中美经济或军事摩擦中，他们会支持美国，但只有

56%美国民众认同这一看法。輨輳訛

最后，有关崛起的中国与海外华人关系及其中国特色国际关系发展，本文得出以下

三点结论。

第一，随着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国家利益绝对高于侨民利益原则的确立和实施，海

外华人成为国际关系中的被动性成分。冷战背景下的政治和文化认同的差异使中国与海

外华人的歧异更为显著。直到 80 年代中国发生翻天覆地变化，海外华人社会也逐渐改

变。老一代华人在改革开放头二十年拥有中国发展所急需的资金，近二十年来，新移民则

与中国国内人民拥有大致同样文化和政治认同，并具备加入全球化浪潮后的中国所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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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管理技能和国际经验。过去 30 年间，海外华人在中国转型期社会、政治进程中发挥了

越来越积极的作用，新移民和国内人民之间接触深度和频率都呈现明显的增长趋势，这

成为建议修订国籍法和建议允许双重国籍活动的背景条件。由于一系列复杂的因素，这

些建议未被采纳，但是，一系列鼓励新移民为国服务的政策随之出台，使之同中国的互动

更为紧密，也为前者的跨国流动提供了较为有效的制度安排。与此同时，政府在外交和侨

务领域实行“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进一步强化了保护海外侨民的努力。例如，在 2006

年所罗门岛排华事件中中国展现了更多的力量，对侨民提供了更多帮助。随着更多海归

人员加入现有政治体系，他们可能在不同程度上对外交事务（包括公共外交）产生影响。輨輴訛

第二，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建构需要将国际移民考虑进去。例如，以身份认同为

基础的利益成为联系侨民和国际关系的重要机制，对身份认同的关注恰好和国际关系中

的建构主义理论趋向相契合。正如 David Kang 指出的，利益和身份认同，而非权力，才是

国际关系中决定威胁和稳定的重要变数。輨輵訛当然，中国民众如何看待海外华侨参与中国政

治过程的可行性，以及他们以身份认同为基础的利益是否同中国国内人民和具体政策制

定者的利益相一致，这还需要系统性考察和实证性研究。虽然现有对于世界其他地区散

居者-国际关系相互关系的研究能为建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提供某些参考，但是我们必

须充分考虑到中国在文化、历史、社会政治结构上的独特性。例如，沙恩和巴斯指出，祖籍

国对散居者资源需求越多，其社会就越易被渗透和接受散居者的影响，而散居者影响外

交政策能力亦将增强。这一模式并不适用于中国，尽管海外华人的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源

在中国发展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但他们在祖籍国外交领域的影响却不甚彰显。要解释

这种差异性，只有从历史性、国家以及海外华人自身身份认同变化之中寻求答案。

最后，在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高的时代下，中国须认真谨慎地处理其与海外华人之

间的关系。自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以来，海外华人和中国的关系一直与时代特征密不可分。

即中国处于式微或分裂边缘（清末到 20 世纪 30 年代），或者中国的崛起受国内与国际环

境的制约而功亏一篑（1949 ～ 1965 年）。而当前的时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中国即将

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成为全球新秩序的关键性建构者之一。在这种新的环境下，我

们应该用历史和发展的眼光看待海外华人在国内社会经济或政治过程中不断增加的积

极作用，并提供相应的制度性保障和安排。这不仅对中国和海外华人来说是一个新的挑

战，对研究华人语境下的国际移民和国际关系问题学者而言也是全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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